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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本上海女同志的民族誌調查，作者金曄路目前是香港浸會

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，長年參與性別運動。本書由香港大學出版

社出版，是作者以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中的幾個章節，由中國性別運

動工作者廖愛晚協助翻譯。

《上海拉拉》不僅是首部關於中國女同志社群的民族誌研究，亦

嘗試梳理當代中國女同志的處境─國家公共政策與社會文化語境究

竟如何看待同性戀？作者更為重要的提問是，女同志在其中，包括在

整個同志運動中，又是如何被看待？

直到近期，無論在學術研究或公共論述上，鮮少有針對中國女同

志群體的書寫，這是《上海拉拉》的第一個重要貢獻。第二個重要貢

獻是，作者以上海拉拉的生命經驗，駁斥西方論述中認為「中國文化

對於同性戀更為寬容」的論點，直指其危險在於：「它所號召的寬容，

其實只會進一步強化排斥／包容的主流霸權的規範與分類」（Kam,	

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83）。

金曄路指出：國家法律逐步將同性戀去刑罰化的結果，是家庭制

度取而代之，成為人民性生活的監督者；而「形式婚姻」的出現，適

足以證明家庭的管控壓力強大。此外，中國並非法治的國家，政治力

與意識型態是決定哪些人群、哪些行動不被允許的主要因素。西方學

術界若僅從法律檢視，將無法真正評估中國國家與社會對同性戀群體

的態度。

形式婚姻的特殊性是本書重點之一，但也讓人對這樣的形式產生

疑問。作者認為形式婚姻成為「新的同志抗衡空間」，甚至形成「另

類的生活方式和同志家戶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88）。但

筆者認為，形式婚姻雖然是一種策略，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婚

姻的框架或想像，但它最終仍是符合家庭及社會對同性戀群體「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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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」的期待。

筆者的第二個提問是，雖然《上海拉拉》的田野是一群參與女同

志小組的成員，但其討論分析中，看不到女同志運動的存在。因此，

金曄路所提出女同志因為無法反抗家庭壓力而發展出來的策略中，看

不到反抗這一個策略，是因為訪談人數的限制？抑或訪談群體同質性

太高？但為什麼從第一波女同志運動，一直進展到女權行動派出現的

今天，女同志的反抗策略並未更為多元？

《上海拉拉》忠實地記錄了這一群在女同志小組聚集的人們，這

樣的紀錄至為重要，因為在當代中國，當學術界或社會討論到同性戀

群體時，通常僅指男同性戀者。

一、隱身的女同性戀群體

作者從社會看不見的女同性戀著手，訪談對象是 2005年在上

海開始成型的女同志小組的創辦人與參與者，訪談一直進行到 2011

年。金曄路的故鄉在上海，但身為在香港長大的女同志，她對上海

的女同志社群是陌生的，形容自己「同時作為一個局內人與局外人」

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13）。事實上，由於女同志長期隱身

於同志運動或傳統社會中，若非社群網絡的發展，許多性傾向為女同

性戀的人，應該也會認為自己是女同志社群的局外人。

然而，女同志的隱身不代表能夠免除國家社會的規範。同性戀

群體最早於 1980年代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論述上，在性醫學的討論中

被視為「病人」。金曄路觀察，直到 2001年同性戀從《中國精神疾

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》中刪除，二十多年間，公共論述對於同性

戀的態度是很反覆的，有時會出現支持同性戀權益的論點，但更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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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的是對同性戀的否定。金曄路認為這是因為「不穩定的政治氣候」

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39）所致。

所謂政治氣候，指學者專家及執法單位觀望政府部門的態度來決

定如何擺放同志群體的位置。在法律規範上，1997年修訂刑法，將

過去用以懲處男同性戀的雞姦罪與流氓罪刪除，女同性戀則未曾出現

在國家的視野中。但刪除罪名不代表國家保障同性戀人權，而是國家

已不需要以法律來規範同性戀，轉由家庭制度作為箝制性少數的單

位。

二、家門內的規訓

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之後，過去管教個人私生活的單位系統及

社區監視的力道式微，家庭取而代之，成為監督個人性存在的有效機

制。尤其在一胎化政策下，幾乎每位父母都在關切孩子是否已屆適婚

年齡，是否有合適的婚配對象。生理女性受到的結婚壓力較生理男性

大，特別是在上海，因為習俗會要求男方為新人提供住房，所以上海

目前有種說法「生女兒比生兒子好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

56）；父母基於女兒出嫁享有住房保障，更會期待她儘早走入家庭。

婚配的壓力產生兩種特殊的性別文化。第一，所謂「不正常」女

人的污名：包括未婚、不育、水性楊花、無性戀、同性戀，以及在性

方面主動的女性，都被視為不正常的女人。上海人以「老姑娘」來形

容年紀較長的單身女性，父母也會因為有未婚大齡女兒而承受污名

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57）。「不正常」污名的壓力亦影響同

性戀群體，金曄路引用 Duggan的研究：「公開出櫃所附加的條件助

長了同性戀正統主義規範」（Duggan,	2003，轉引自 Kam,	2013／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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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晚譯，2015:	50）。這裡所謂的條件，指出現在公眾視野的同性戀

僅限於「模範」同性戀者。

婚配壓力所產生的第二種特殊文化是「形式婚姻」。事實上，除

了形式婚姻之外，女同志逃避結婚壓力的策略，還包括藉由工作離

家、提升自己的經濟地位、出國等，但形式婚姻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

色。形式婚姻與本書也提到的已婚拉拉不同：前者是雙方從一開始就

協商進入婚姻關係；後者則分為兩個群體，一群是婚前就有同性關

係，另一群是婚後才開始有同性關係。

不管是形式婚姻還是已婚拉拉，所呈現的都是家庭內的重重規訓

讓女同志無法反抗，只能逃避。這樣的發現也直接挑戰了西方學術界

長期以來的迷思：認為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較為寬容。

三、中國社會對於同志較為寬容？

西方學術界與社會之所以有此迷思，也許是由於華人社會較少出

現恐同的暴力事件，然而，華人家庭對於個人性規範的壓力並不小於

個人主義式的西方社會。寬容的錯覺主要來自兩個原因：其一是性少

數已被牢牢控制，故無需使用更為暴力的方式壓制同志群體；其二是

社會對同志的漠視，使其看不見同志群體，尤其是女同志群體。如同

金曄路所言：「女同志得到的寬容只是因為人們對於女性之間的同性

情慾非常無知。」而且「拉拉不被認為是性的主體，女性不被認為是

自主的性存在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62）。

金曄路在書中提到，和寬容緊密相關的是「正常化」的論述─

它是建立性道德計畫的一部分，明確定義什麼才是好的性。就算是性

少數群體，也要符合主流社會對於「正常化」人生的規劃，例如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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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應該走入婚姻建立家庭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不僅僅是主流社會，同

志群體中也出現提倡陽光、健康、自律形象的論點；當同志群體也加

入這種建構性道德邊界的嘗試時，哪一種性主體會因為太過於「不正

常」而被送入暗櫃？

社會寬容假象的背後是更為嚴重的壓迫，如同作者所說，「只有

當一個人遵守沉默的律法，並內化對自己性傾向的羞愧之後，她才會

得到寬容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81）。

四、繼續追問的問題

《上海拉拉》是一本重要的女同志紀錄誌，因為它啟發我們去追

問更多的問題，才有辦法初步理解當代中國女同志的多元圖像。筆者

嘗試提出以下三個問題，希望在此書的基礎上，能夠從性別與階級此

二變項的交互影響，重新檢視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。

（一）與女同志運動的斷裂？

論及女同志的日常掙扎與應對策略時，作者提到多數報導人都從

兩方面來尋求解決辦法：一是掙扎順從異性戀規範，二是探索避免與

家人正面衝突的辦法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63）。在龐大的

社會家庭壓力下，同志群體甚至選擇自我羞辱，例如：「除此之外，

我要補充的是，如果非正統的性主體要在家庭空間中表達她／他們的

性的時候，自我羞辱，是唯一被允許出現的情緒」（Kam,	2013／廖

愛晚譯，2015:	81）。

然而，從 1990年代開始的第一波女同志組織，歷經政府輾壓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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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00年消失。第二波女同志運動又於 2004年底、2005年初再次

進行小組活動，甚至在 2008年著手權益倡導的運動。女同志運動對

於同志群體的影響，似乎因篇幅所限而未出現在《上海拉拉》的分析

裡。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，是因為此書的田野現場，正是參與 2005

年第二波女同志運動興起的上海拉拉小組成員。

除了第二波女同志運動逐步朝向權益倡導，另外包括 2012年女

權行動派首次上街，以及 2015年引發國際社會關注的「女權五姊妹」

案，都有不少女同志行動者，她們都曾是女同志小組的志工或組織

者。筆者好奇，隱身家庭的女同志群體，是否會因為女同志對抗行動

更為公共化，而改變與家庭、社會對話的策略？

（二）出路難尋：物質條件的重要性

本書的重要貢獻之一，是突顯在當代中國，國家已經不需要以

法律或政策來規範性少數群體，而由家庭作為性規範的管理單位。書

中提到，女同志面對近身的壓力，有無經濟條件支持成為其能否掌握

主動權的關鍵因素之一，例如「很多人都以物質條件為出發點來討

論出櫃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64），或者「一再強調經濟

實力對於家人接納她們同性關係的重要性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

2015:	68）。

經濟條件的確是能夠離家或與家庭對抗的重要因素。然此發現

不免令人猜測，在經濟底層或邊緣的女同志群體是否僅能走進婚姻體

制？抑或她們已發展出不同於中產階級的對抗策略？目前的女同志運

動又與偏遠地區或經濟地位較弱勢的女同志進行何種對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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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形式婚姻：中國的特殊性？

金曄路在最後一章問道：「是什麼樣的社會政治環境，令家庭同

時作為一種制度和一個空間實體，對非異性戀主體進行社會管控的有

效工具」（Kam,	2013／廖愛晚譯，2015:	78）。形式婚姻是許多性少

數群體面對社會管控的選擇，也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文化，少見於其他

華人社會。建立家庭成為性少數群體逃離家庭壓力的方式，然而，進

入另一個家庭真的能對抗隨之而來的「正常化」壓力嗎？

作者認為形式婚姻是同志群體展現多元樣貌的另一個策略，甚至

可能顛覆傳統對家庭的想像。但筆者不禁想問，形式婚姻會不會僅是

將性少數群體更往深櫃中推，是不是只加深了正常化的正當性？如果

形式婚姻成為性少數群體逃避家庭的主要選擇，那麼中國社會對於性

少數的態度是否會更趨保守？相較於中共創黨元老曾經高舉的性解放

大旗，當代中國又呈現什麼樣的性論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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